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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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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交织碰撞，影响到我国汉族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人们的穿着习俗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特别是汉族女装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复古到创

新的多元化风格．在承续传统“上衣下裳”的服装基本搭配样式上再生出民族化符号性质的服饰形

态——“倒大袖”与旗袍，服饰风俗上“除旧纳新”，风格上呈现出“中西混搭”的新风尚。民国汉族

女装在多元思潮影响下，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西风东渐的双重浸染．塑造出被广泛认可的服

饰审美风尚，具有鲜明的服饰文化的民族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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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汉族女装的变革导致了该时期汉族女装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

向，第一元是恪守正统汉民族文化传统，主张穿着具有汉民族本土性特征的传

统服饰。第二元是经历西式教育的自由之士、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派，主张彻

底废弃传统，穿着合体的西式服饰表达自己变革意志。第三元是中间派人士，

既主张保留部分传统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传统文化

的创新发展，形成民国时期我国具有民族符号性质的主流服饰形态：“倒大袖”

与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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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汉族女装“存续承扬”与传统汉族文化的回y-5 冬+ ?致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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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想的积极提倡与推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时爱国主义富民强国的政治主 譬 。 彝

张相联系，从而使当时的服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社

会意义。1912年(民国元年)《服制》颁布了两种女性服装的法定类型：ct上衣图1民国女装变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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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可见，当时女性服饰主流仍然延续“上衣下裳”的传统搭配形式。同样，

民国初期出版的《墨润堂改良本》画谱中的女性袄、袍、裙的结构图验证了当时女性服饰仍然是延续传

统的形制。

关于民国时期汉族女装延续传统旧制的记载屡见不鲜，民间各地方志也多有记载，如《潍县志稿》

(1941年)记载：“妇女多服旧式衣裳。”《磁县县志》(1941年)记载：“昔时男女制衣多用粗布，靛染蓝

色。女子皆穿短衣，一裤一衫，冬则袄外尚套一单褂。富者探亲戚时，下更加扎裙子。虽扎短衣，务求宽

大肥裕。男女贫者，只著短衣，富者除短衣外，夏有大衫，冬又有大袍、马褂。昔亦全为蓝色，近则夏多白

色，冬多青色。”可见，这些地方志从服装式样、服饰面料、色彩等全方面阐释了当时女性服装的传统造

型在民间仍为主流形式。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①珍藏有来自民国时期全国汉族主流地区城乡的女性服饰及服饰品600

多件。其中，上衣有袄193件，褂29件，衫148件，旗袍97件，下裳有马面裙112条，凤尾裙25条，作裙

27条。袄、褂、衫等上衣均为展开平面造型，多为大襟右衽，基本形制与传统形式无异，各类裙装整体都

呈现“围式”平面造型，展开为长方形或梯形，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服饰的平面造型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只

是由于汉族地域文化具有较大差异，加之穿着服用功能性的需要，传统女性服装在袖宽、衣长和围度上

开始趋向合体。如图1是民国《永安月刊》1939第8期刊发的《海上妇女服饰沿革》一文的插图，上面第

一排即“上衣下裳”形制。诸多例证都说明传统女装形制是民国时期我国城乡女性的主要服饰形式。

民国初期汉族女装延续旧制现象说明我国儒家“礼教”思想对传统服装文化的影响是深远和全面

的，它造就了我国社会平面意识形态，服饰风格追求线条婉约、柔和，崇尚舒适、自然、和谐之美，注重细

节与装饰技艺的运用．重视内在感觉与统一的二维平面内的视觉冲突。因此从形式上看，“上衣下裳”

的延续与发展是对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诠释了我国汉族含蓄、和谐的审美情趣。

二、民国汉族女装“弃旧纳新”与“改革易俗”社会风尚

民国时期欧美等西方服饰文化潮流浸染了我国社会各阶层，民众通过这些时尚服饰形象的塑造提

供了服饰审美风尚的理想标准，同时也逐渐发展为身份认同的视觉符号。

民国时期，整个社会思潮呈现纳新、求变、革旧谋发展的开放动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根本原因。在华

传教士充当了海派服饰文化的传播者，感染并改变着国人的穿衣习惯与日常风俗，新颖独特的西方服饰

与风俗习惯与民国延续的旧衣冠旧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国民试图改变旧式的服饰面貌而崇尚代表着现

代、简约、适体的西洋服饰观念。随着社会进步，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作为民国的新派人物，西风东渐的产

物，他们习得新鲜的思想与海派知识，促成民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从自身剪辫易服、着西装，表达了毅

然革旧俗、立新装的政治立场，将西方以人为本的着衣理念与风俗习惯同时引入中国，成为新时代国民

竞相效仿的着衣典范，在灌输文明之风的群体的带动下中国形成了一次传统服装改革的浪潮，这是一种

外在的推动力。当时服饰现象呈现“西风(俗)东渐”和“改革易俗”的状况，“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

尽有，交杂至不可言状”。“趋新求变”的风气逐渐主导了社会风尚，也加速了废弃传统服饰陋俗的进

程。近代著名作家立德夫人在华生活几十载，目睹了近代中国女性服饰的重大变革，在《穿蓝色长袍的

国度》著作中记录了1900年前后苏州地区女性服饰的变化，女子服装已注重曲线的表达，日常穿着早已

经“比中国西部妇女的服装要紧，接近英国的紧身服。袖子仅及肘部上方紧贴手臂，而不是像常见的中

国服装那样，在手腕处垂下半码长。无疑，杭州和苏州女士的服装——可称为时下中国女士的流行款

式——裁剪完美，极其漂亮，任何人穿着都很合身，而不失庄重和自然”⋯。在《清稗类钞》中也记述了

西风东进的趋势，“围裙，腰肢紧束，飘然曳地，长身玉立者，行动袅娜，颇类西女”[2]。民初北京女学生

④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是以汉族民间服饰为收藏研究对象、旨在抢救和保护我国汉族民间服饰艺术、传承

和发扬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的馆所。传习馆2008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展馆面积为800多平方米，共收集展示了清末民国

时期民间服饰2100余缈套，涵盖地域有江苏、山西、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福建、辽宁、陕西等主要汉族地域，涉及有
袄、褂、裤、裙、鞋、云肩、披风、各种首饰等20多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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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束在《厂甸竹枝词》中这样写道：“素裙革履学欧风，绒帽插花得意同。脂粉不施清一色，腰肢袅袅

总难工。”【3J这些都表现了服饰开始趋向表现人体之美。

同时，民国时期的女装变革也是建立在自身内部打破旧有陋习基础之上的．有识之士自清末以来一

直推动摒弃束缚女性体型的缠足和束胸，改革这些陈旧的服饰风俗。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政府以

法令形式发出禁缠足的文告，“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4]。此后

民国政府在1916年与1928年分别颁布了《内务部通咨各省劝禁妇女缠足文》与《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将摒弃陋俗事象上升到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方式极力反对裹足，强制制止摧残妇女的裹脚鞋、弓鞋，积极

倡导放足以解放女性身体。经过政府法令的强制执行与民间开明社团的引导，除偏远山区外，城镇妇女

皆天足或放足，千百年来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终于被打破。《遂安县志》(1930年铅印本)中记载：“放

足之风，近始渐盛，城市幼女多天足，惟乡僻仍多缠足者。”随之兴起对天足及对人体自然形态美的追

求，西式塑胸内衣逐渐也在城市推广，新的服饰文明风尚逐渐在城市妇女中流行。

借鉴西方服饰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婚礼服饰，谓之“纳新”。清末民初。西式风俗的文明婚礼

开始在城市盛行，作为礼俗表现的重要载体婚礼服也吸纳了西式的婚纱形态，在《申报》登载的小说中

称赞文明婚礼的流行：“(新娘)梳一东洋头，批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

一概不用”[5]，“文明婚礼，盛行海上，新妇辄以轻纱绕身，雾影香光，尤增明艳，每共拍一照，以为好合百

年之谐”[6]。清末民初文人张醉仙在《小说林》刊登的笔记小说《鸳鸯梦》中亦详细记载了新人的时髦穿

戴：“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纱服珠链⋯⋯宾客内一身着长袍马褂之老者惊问其邻座日：“新娘悬挂此佛

珠，莫非遁人空门者流，又何能结为鸾俦乎?”邻座掩口而笑日：“君差矣!此乃新妇饰物名‘项链’者也。

西洋习俗，咸以戴项链者为雍容华贵，国人竞相效之。君深居浅出，不谙世情，故以为尼也。”[7]

“纳新”除了吸纳西式服装元素外，还表现在对自身传统服饰的改造创新上。表现在女装上是“倒

大袖”和旗袍的改革创新。教会学校在清末的创办带来了一些外来文明与时尚风俗的思想观念，西方

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等也给国内带来全新的学识视野。这些给予了当时学生与本土学校其他学生变

革旧式着衣装扮的心理动机，简约适体的“文明新装”成为当时服饰风潮的典范。“文明新装”又被称

为“倒大袖”，是传统上衣的发展，其造型在原先“宽衣博袖”基础上开始趋向适合女性体态而非遮蔽人

体的造型。为了保持对称，其袖长和衣长，前后摆和袖的围度高度一致，留洋的女学生将西方窄衣适体

的着衣观念引入国内，本土教会学生纷纷响应，文明新装成为本土教会学校女性学生的时髦服装．受到

城市女性的纷纷效仿。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服饰：“时装上也显现出空前的天真、轻

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

忽而六角形”[8]。图1第一排所穿上衣也可验证袖、摆的弧线与人体曲线遥相呼应的美感。

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的纳新也是如此。旗袍本是传统袍服的延续，20年代始局部被创新，

采用传统归拔及收腰等手法使整体造型趋向适合人体曲线造型，后也采用西式省道的裁剪工艺，表现人

体曲线更加明显，在领、袖外采用荷叶领、西式翻领、下摆褶皱等西式服装常用的造型。这些吸纳的西式

元素成为民国时期女装流行与时髦的符号性元素。

三、民国婚礼服饰混搭风格与“中西交融”新时尚

混搭来自于原本对立的多种元素的共存与多种风格的兼容。在民国时期的服饰搭配中。普遍存在

着“中西方元素与风格的混搭”形式，尤以婚礼服饰表现得尤为明显。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阐

释了民国时期婚俗的变革：“民国初年，婚％二llz全为文明形式，亦有仍依旧式者。可谓新旧并用。”[9]

婚礼服的混搭形式首先以中式服饰为主，搭配西式元素，如图2为《妇女杂志》1929第10期刊载的

照片中女性穿旗袍而头上却披着白色头纱，图3为《良友》1936年刊载老照片搭配形式为男中式女性西

化婚纱礼服。当时较为常见的搭配形式为男西式服装女中式为主，这种形式民国刊物记载较多，女服中

式有华丽的凤冠霞帔(如图4)、有上袄下裙(如图5)、有旗袍。方志中也有记载，如四川的武阳镇“行结

婚仪式时，新郎穿西服，新娘穿旗袍、披白纱，双方胸前佩戴红花，行鞠躬礼”[10|。还有的单件衣服上也

是进行中西元素的搭配，如图6西式婚礼服的领子缘饰、裙下摆的褶皱被运用在上衣下裳上。再如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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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一件民国婚礼服，以中式的连袖、对襟、盘金锈、袖口“阑干”形制搭配西

式枪驳领。混搭风格已经发展成为当时婚礼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而流行于社会。

图2《妇女杂志》申的民国 图3《良麦》中的民国婚礼照片 图4女性善凤冠嚣帔的民

婚礼照片 国婚礼照片

图5混搭风格的民国婚礼照片 图6混搭风格的民国婚礼 圈7民国婚礼服

熙片

四、民国旗袍的创新符号意义

1．旗袍的民族性符号意义

旗袍作为国人在长久的历史文明中创造的产物，融合了民族信仰、民族自尊与心理依赖，是意识形

态领域下传统文化与农业文明的结晶，费孝通曾指出：“一个民族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

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11]旗袍中传承着我国传统

文化精神，作为“文脉”体现华夏的民族情感。适应了我国社会的民族情感需求，从国家层面上1929年

4月《行政院公报》第四十号法规公布的《服制条例》中规定了两种形式的女性礼服样式，一款为传统袄

褂的延续，质地蓝色，五粒中式钮，下身黑长裙。另一款为传统袍服改良，长至膝与踝之间，质地蓝色，六

粒中式纽。因此通过国家法律效力旗袍正式晋升为国服。从专家层面上周锡保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

服饰史》中认为：“旗袍二十世纪中期逐渐流行，以后渐为一种普遍服饰，到三四十年代，已不论老小都

改着这种旗袍，逐渐取代上衣下裙的形式。”E12]

2．旗袍的女性文化意义

民国时期我国城市最先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之风，西方文艺理论、自由主义感染城市人们的Et常穿

着，新的人生价值观应运而生，各种彰显个性、时髦的装扮占据城市主角，万千新奇的海派舶来品促成城

市消费主义的兴盛。随着城乡之间贸易、国民新式教育的开展，融合西风民俗程度也由早先开放的沿海

城市向内陆转移，基于民族自尊情结。传统的旗袍在吸收西装新颖、独特的结构造型与工艺技术的同时，

逐渐融合时尚元素在民国社会形成了主流民族符号意义上的女装旗袍。《常熟市志》记述：“民国初至

20年代，常熟居民的衣着⋯⋯女性以大襟青布衫居多，仕女小姐则多着旗袍。”[13]说明当时社会以城与

乡差异逐渐替代了封建社会的官与民差异，以地域、城乡、文化、民族差别替代阶级差异成为新的女性自

我身份定位的影响因素。另方面，此时期中国都市时尚、现代性与女性主体性开始建立共生关系．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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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思想，女性身体开始解放，女性意识逐渐增强。旗袍能够代替传统衣裙，

还恰如其分地显现出女性的曲线美。同时又是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互融共生”在服饰上的集中反

映，恰好迎合了一批追求时尚和崇尚西式文化女性的审美需求。李伯元《文明小史》：“身上旗袍绫罗

做。最最要紧配称身。玉臂呈露够眼热，肥臀摇摆足消魂。赤足算是时新样，足踏皮鞋要高跟”[1 4|。

3．旗袍的时尚符号意义

2012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刊载的对80多年前上海女性着装的评述：“女子的衣柜里是一定有

一件旗袍的，哪怕平常不穿，也是一定会有的。旗袍里藏着女子年少时的向往，成年后的成熟与氤氲。

袖口间密密繁复的十八镶，是女子婉转的情思，吉祥的图案是女子对幸福的追求。看穿旗袍的女子步履

轻盈地走过，总觉得是婉媚，那低眉浅笑间不经意的魅惑顷刻间盈满了心田。曾几何时，旗袍成为中华

女子的美丽符号?”[15 3《上海画报》《良友》《美术生活》等也都辟有专栏，不定期发表叶浅予等画家的新

设计、新作品，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旗袍的设计与发布，这些都说明民国时期上海旗袍是流行和时尚的

代名词。肖佛尔也在《服装设计艺术》中如此评价旗袍的美：“中国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

样是更多地突出自然形体美地效果，优雅而腼腆，这比华丽、辉煌地服装更有魅力。柔软地丝绸服装并

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地折裥，但却设计为曲线地轮廓，这是最主要地造型手法，使妇女们在行动

中能展示她们苗条地形体。折枝花卉地刺绣图案在服装上是灵活而不呆板，看来富有生气，使人感到愉

快”[1引。究其流行缘由，缘于旗袍迎合了国人从传统的农作生活模式中孕育而来的民族着衣风俗和心

灵归属感，有传统袍服渐变而来的曲线形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为中国服装与国际时尚接

轨、从平面向立体转化以及民族服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族文化基础。

五、结语

民国时期，是传统与开放、时尚与复古并存的历史时期。在那个不稳固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外来

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造就了逐渐开放、除旧布新的局面，中西方服饰文化经历了摩擦与冲突，有

继承，有发展，有排斥，有融合，有保留，有创新，对我国传统服饰造型艺术以及审美观产生了不同深度的

冲击．使得当时我国汉族服饰风格整体呈现“新旧并行、中西交融、多元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传统

的中式服装、西化的中式服装与纯粹的西式服装交替并行的局面，传统服装在适当保留自身传统的面貌

下逐渐接纳合理的西式元素，呈现出中西混搭与融合创新的服饰潮流。具有时尚创新意义的旗袍和倒

大袖成为我国服饰的民族符号，而具有典型中西服饰文化交流特征的“中西混搭”风格，成为新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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